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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岁丸”上海行》

内容概要

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一苇可航”的邻邦，又是东亚文化圈，或曰汉字文化圈的成员，自古
以来十分注重对中华文化、中国国情的考察，明治维新后，日本积极对外发展，1862年幕府派“千岁
丸”号官船赴上海考察。本书为当时的考察记行，反映了近代日本队人中国观的演变，更从外国观察
者的视角，展现出晚清中国各个层面的景象，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中国。其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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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岁丸”上海行》

作者简介

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专门史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
化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
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晚清经世实学》(合著)、《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
研究》(合著)、《“千岁丸”上海行——1862年日本人的中国观察》、《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
动与近代术语生成》、《“封建”考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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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曲
第一章 日本幕末“开国”与遣使上海
一、“四只蒸汽船，惊醒太平梦”
二、“开国”的力度与主要方向
三、日本幕末的“对清策论”
四、以上海为渡航清朝的首选目的地
五、四次遣使上海
第二章 “千岁丸”——锁国二百年后使清第一船
一、宽永以降不平衡的中日交通
二、幕末打开对清交通的努力“千岁丸”的选购
三、“千岁丸”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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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洋教传播
四、洋学译介
五、青楼遍布
六、民风：淳厚与刁滑
第六章 日清贸易的新拓展
一、从“居贸易”到“出贸易”
二、长崎会所商人及所携日本出口商品
三、《道台府应接书》上海当局对幕府商贸诉求的反应
四、藩士们的市场调查及购买蒸汽船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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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笔语
三、书画弈棋交往 古董鉴赏买卖 诗文酬唱应和
四、认同与离异
五、友谊与摩擦
六、日本武士与中国儒生比较
结语 “千岁丸”上海行的历史定位
一、开17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人踏访中国之先河
二、近代日本人中国观转折的起点
附录 “千岁丸”乘员上海纪行文选辑
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刘柏林译
日比野辉宽：《赘肮录》刘柏林译
《没鼻笔语》冯天瑜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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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补记 可以读
2、不萌总督的就不用看啦
3、不太喜欢这类书 始终深入不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 实在悲哀
4、鸦片战争刚刚过去的时候，从这次小小的旅行便可以看出，日本和中国，面上还和和气气，暗地
里已经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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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以下简称《中国观察》）是武汉大学教授、
爱知大学中国学部兼职教授冯天瑜老师的作品。其书语言平易，材料丰富，颇值一读。首先为什么我
会选择这本书，来写作一篇书评呢？其书名为“日本人的中国观察”，看起来与东西文化的交流之主
题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在本文的开始，我要对为何选择这一本书作出一个解释。其一，是通过“
千岁丸”上海之行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戊辰战争前，日本士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其二，因为随行
藩士与中国士大夫做了大量交流，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上海开埠二十年之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
度。其三，得益于藩士们的大量日记、诗文材料，我们可以描绘出1862年，上海这个饱受列强侵略的
对外交往前沿地带的详细图景。其四，从千岁丸”随行藩士们的记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1862年，中
国在近代、工业等方面的发展程度。有趣的是，藩士们还将所见所闻与日本国内状况做了很多比较。
其五，从藩士们与中国儒生的“笔谈”记录中，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中日两国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异同
。其中包含对西洋“奇技”的看法、西学的态度、对天主教的态度、对列强侵略的态度、对国际局势
的态度等等。其六，作为近世中外交往历史的突出事件，日本虽然作为“东洋国家”，与西洋有天壤
之别，但藩士们留下的文字材料还是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我也试图在本文中，将高山晋作等人对中
国19世纪的描绘，与《利玛窦中国札记》《大中国志》《乾隆英使觐见记》《马礼逊回忆录》等做一
个粗浅的对比，从中来得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变化的概貌。其七，是在“东西文化交流”
的主旨以外，看一看在西方文化强势袭来的十九世纪，这两个“唇亡齿寒”的“东方国家”的一次值
得纪念的对话。于是在此，我要十分感谢冯天瑜老师，将这件看上去不起眼的历史事件写成这样一本
书，并直接将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日比野辉宽的《没鼻笔语》，高山晋作的《游清五录》等
宝贵材料以附录的形式收在文末，使得我们有了直接触摸第一手资料，接触历史真相的机会。在我看
来，“千岁丸”的上海之行，对日本的影响可以与“天正遣使”“咸临丸赴美”相提并论，而对中国
来说，高山晋作等来华藩士，也应该与利玛窦、马嘎尔尼一同被国人铭记。“千岁丸”的上海之行，
不仅与下关事件、禁门之变、戊辰战争等联系起来，也可以与甲午中日战争联系起来。无论从何种理
由，我们都应给予“千岁丸”更高的关注。那么请允许我在后面的篇幅中，对《中国观察》一书的内
容和“千岁丸”本身做一个简要的叙述。自宽永年间幕府发布锁国令后，日本与中国的贸易交往基本
由中方包办。日本人不得出海的禁令在黑船叩关后才得以解除。著名的开国论者长州藩士佐久间象山
、熊本藩士横井小楠、土佐藩士吉田东洋等相继提出（“开国论”其实产生于叩关之间很长时间）“
贸易在于渡海涉洋”[1]，在此基础上，1862年，长崎奉行高桥美作守向幕府提出《唐国派遣官吏请教
书》，提出主动考察清朝港口，寻求恢复日中贸易。于是，幕府决定派出“千岁丸”，携67名海员出
访上海。是为“千岁丸”出行之始。上海见闻与“攘夷”藩士们初到上海，深为上海的繁华所震惊，
高杉晋作在日记中写道：“上海外国碇泊，常三四百艘，其余军舰十余艘云。[2]”松田屋伴吉则说：
“这诚然世界第一的热闹之处[3]。”上海的一派繁华景象令藩士们慨叹不已。同行的名仓予何人曾去
过美国，这回它将上海与纽约做比较，认为“其繁华犹远胜之”，堪称对上海的极高评价。租界是近
代上海文化中最值得关注的地方。1854年上海通过新土地章程，租界脱离清政府管辖。此行来华的武
士们对租界也是大为关注。这里引出几位藩士对租界的描述：纳富介次郎：“城北都是英、法、花旗
租借地，洋房鳞次栉比。”名仓予何人：“上海夷场，甚广袤，大屋宇，结构及其宏森，其数几千百
屋云。”高杉晋作：“陆上则诸邦商馆纷壁千尺，殆如城阁，甚广大严烈。”[4]藩士们还注意到了租
界的整洁：“街路分割有序，道幅宽广，随处街面比较清洁。”与之相对的则是华界：“粪芥满路，
泥土埋足，臭气穿鼻，其污秽不可言状。”高杉晋作也说：“支那人居所，多贫者，其肮脏不洁难以
言状。”冯天瑜老师指出：“上海华洋两界的巨大反差，与其说是东西方民族文化的差异，无宁说是
文明发展不同阶段的区别。”可见日本藩士们已经开始对中国文明进行思考。当然比起城市清洁状况
的描述，藩士们更多注意到了上海城的城防的变化。“千岁丸”进港一刻藩士们就发现上海是一座“
对外国人不设防”的城市，这令藩士们大为惊讶。随后藩士们则屡次看到，上海的防务多由英法联军
承担，而上海的司法行政权也落入外国人之手。这一情况对藩士们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中牟田之助感
慨道：“上海城门为西洋人把守，自国人却不能自由出入，这固然是贼乱所致，但何以让西洋人如此
势盛。我可怜唐人。支那的衰微可见也！”[5]随后藩士们曾数次斥责或质问中国人对西洋人如此忍气
吞声，这一点文后还会提到。当时的日本正处在“攘夷”波涛汹涌之时刻。出于“尊王攘夷”的思想
，日本人可谓对西洋人恨之入骨。生麦事件、休斯肯事件等等都可以说明问题。打着“天诛”旗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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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们以驱赶外国人为己务，此番来到上海的高杉晋作回国后就曾火烧英国使馆。在面临列强侵略的
日本，藩士们奋起反抗侵略，甚至主动挑起与列强的战争。因此日本人来到中国之后，对于同样遭受
侵略的中国在西洋人面前的忍气吞声就十分不解。很多学者都把“攘夷”运动看成是与义和团运动类
似的排外运动，其实是很有问题的。事实上从“攘夷”到“倒幕”并没有什么“进步”的意义，二者
还是同质的。无论是倒幕与否、学习西方与否、开国与否，大部分日本武士都是要攘夷的。攘夷只是
一个最终追求。即便时下被吹捧的坂本龙马，已经被打上和平主义的烙印，其本身还是个攘夷论者：
无非此攘夷是通过和平的手段而已。吉田松阴也曾说：“尊皇攘夷，人人言之，吾藩未有一士以死为
之，岂非大耻乎？”[6]因为本篇书评的主要论题是东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流，而不是探究武士道精神的
内涵，所以关于“攘夷”就不做深入讨论了。上海的天主教上海是中国最早传入天主教的地区之一
。1608年，耶稣会士郭居静已经在徐家汇建立第一个圣堂，至康熙初年，上海已有两座教堂，4万教友
。[7]“千岁丸”驶抵上海之时，新教圣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等也已在上海拥有了大批信徒。冯天瑜
老师在《中国观察》当中为我们就上海近代教会的发展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1843年，上海已有教
堂35个⋯⋯1853年，董家渡主教堂落成⋯⋯1844年耶稣会修道院初设青浦横塘，1847年迁自徐家汇
，1860年在肇家浜东岸另辟新址⋯⋯1861年洋泾浜天主堂落成⋯⋯”[8]在藩士们的记录中我们很少看
到对教堂的直接描写，相对与藩士们对上海城防和英法联军的大量调查，教堂可以说提不起藩士们的
兴趣。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有趣的故事中看到当时基督宗教在上海的传播的状况。缪尔赫兹特，
是一位英国牧师。访沪期间，高杉晋作与此人有来往。据高山晋作在《游清五录》中说，缪氏居处，
建有教堂和医院，这也是基督教独特的传教手段。“纵西人教师之施教于外邦，必携医师，有士民病
且穷者，乃治其病使人入教，是教师致教于外邦之术也。”末了高杉则指出，“我邦之君子不可不有
预防也。”[9]来沪的藩士基本上持与高杉一致的反教立场。同行的纳富介次郎也看对传教士的医学传
教的意图看的很清楚，他说，“听说洋人在上海建医院，招来很多病人给予治疗。药剂等都说是奉上
帝之命发给的，病愈也是上帝的拯救，未必是医生的功劳，以此让人明白是天主的恩惠。”[10]从中
我们可以看出十九世纪西洋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比起明末清初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传教士每到一
个地方，便开设医院、福利院，这都是当局所不能顾及的地方。当然藩士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其实
很大程度上还是通过其在日本的经验。因为我们知道，明末清初之时，行医尚不是主要的传教手段。
但是在日本的安土桃山时代，“南蛮医”却有较大的影响。适时西洋医学并不算发达，但是传教士从
印度、东南亚等带来的药品却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日本医学的空白。因此耶稣会在日本一直主打行医攻
略，屡获奇效。直到后来荷兰人来到日本，“兰医”取代“南蛮医”为止。冯天瑜老师在书中直接引
用了纳富介次郎记载的一件事：“一天，有两个书生来访，我病卧在床。同屋的朋友们和他俩笔谈，
谈话之余，书生问：‘贵国信天主教吗？’⋯⋯‘先生们尚未看过圣经吧？我们今天带来了，想进呈
给你们。’我的朋友拿过来一看，是耶稣的邪教书，大怒，将其书扔掉，大家争论起来，最后把他们
推出了门。”[11]显然藩士们对两个传教的书生十分愤怒，最后，纳富还发了一句感慨：“哎！清国
连读书人都尊奉这个，更何况愚民呢！”纳富在日记中提到，这两个传教书生锲而不舍，来了很多次
，不放过任何机会向他们传教。而藩士们则完全是驱赶了事。藩士们的愤怒不仅是对这两位书生，甚
至还有法国传教士。一日，日比野辉宽发现楼下有一位“秃顶穿一件佛衣，脸型长得像个鬼[12]”的
人物，得知此人是耶稣会士之后，日比野“愕然，怒发冲冠，”对此事日比野感慨颇多，甚至赋诗一
首。尽管是一件小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1862年这个时间点上日本和中国人对待天主教的不同态度。
纵然在两百多年前，日本和中国都曾建立过信徒众多的教会。中国有“教会三柱石”，日本则相应由
“切支丹大名”，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天主教重新在中国恢复，士人之中信教者众多，日本人对
基督教仍然是一种极端抵触的态度。尽管幕末开国论者皆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有诸多发达
之处，但是他们却试基督教为洪水猛兽。这是个什么原因呢？也许日比野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长毛贼兴起⋯⋯只是用耶稣教来蒙蔽愚民，终于酿成大乱，灾难波及十个省。然而又何不禁耶稣教呢
？”[13]这里显然是把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与基督教混淆。不过不能不说太平天国是在基督教影响下
产生，而中国与日本一样都素来容易被各种民间宗教煽动。中牟田仓之助也说，“由于信仰耶稣教，
英吉利等把长毛掌握在手里，终于从清朝手中夺取天下。”[14]藩士们无一例外站在太平天国的对立
立场，很可能是基于这个原因：认为太平天国是列强影响下的基督教反抗势力，最终将会威胁国家的
正统。藩士们大多以“儒生”自命，当然认为太平天国是反对势力，而基督教也是一大祸害。这时我
们大致可以看到，藩士们还没有拜托“尊王攘夷”的立场：“夫夷狄夺人之国则先去其心。或以厚利
啖之，或以妖教蛊之，黎民听信，一举灭其国，易如摧枯。”[15]藩士们对西方技术的热衷与其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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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精神文化的排斥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之处——因为此刻藩士们还是攘夷分子，不出“师夷长技以制
夷”的意思。佐久间象山认为魏源是“海外同志”，作为佐久间象山徒孙的高杉晋作及诸位同行者们
，大多也不能拜托这样的意见。无论学习“夷狄”的多少知识，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攘夷”，而所
“攘”的重要内容，就有基督教。这种攘夷的思想，要到了下关事件和萨英战争之后才得以改观，而
真正根除，恐怕已经是二战之后的事情了。无独有偶，高杉晋作的“夷狄夺人之国则先取其心”的说
法在日本历史上曾有先例，也确实是西方列强常常干的事。这个故事可惜我已不记得是从何处看得，
所以只能随便写在下面：据说丰臣秀吉执政时期日本曾捕获一搜触角的西班牙船。当时秀吉命人前去
闻讯，此船的船长对人吹嘘，西班牙是何等强大，殖民地遍布全球。闻讯官不解，为何西班牙能够占
得这么多殖民地呢？这船长大言不惭地说道，我们都是先派传教士给当地人传教，等到当地人都成了
基督徒，向慕我西班牙的文化，自然就成为我西班牙的国民了。闻讯官大惊，回去禀告秀吉。秀吉大
怒，于是禁天主教。丰臣秀吉当然很清楚天主教的巨大力量。在日本向来不乏宗教鼓动的农民战争
。16世纪末的佛教“一向一揆”和“法华一揆”曾经让织田信长极为头痛，而净土真宗的石山本愿寺
则割据一方，号称“佛国大名”。是时佛教势大，对织田的统一造成障碍，于是织田信长扶持天主教
打击佛教。到了丰臣秀吉的时代，佛教已被打压下去，但是天主教势力却膨胀起来。当时甚至出现了
天主教自治的城市。于是丰臣秀吉禁教，到了德川家康的时代禁教更为厉害，很快就招至教徒反抗的
“岛原之乱”。此番看到太平天国运动，可能藩士们会很快回忆起日本的岛原之乱，于是对“长毛”
甚是痛恨。岛原之后，德川氏忌惮天主教和佛教的势力恢复，才有了德川幕府的崇朱尊儒的政策。武
士们笔下的淮军比起天主教，藩士们对于清末上海的军事显然更为关心。冯天瑜老师在第四章“太平
战争与清洋会剿”当中对其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从中我们得以看到1862年处在新旧军事交替阶段的
上海一个十分特别的军事状况。“千岁丸”抵沪之时，正值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进攻上海，此事令藩
士们极为兴奋，纷纷绞尽脑汁前往前线观战。这个时候的上海军事力量有五千人的英法联军、洋枪队
“常胜军”，除此之外，还有李鸿章的淮军。藩士滞留期间，李鸿章刚好打了个胜仗，据记录是以数
百人破敌万人。这当然引起了藩士们的高度关注。随后，通过中国朋友的帮忙，藩士们得以进入淮军
军营参观。名仓予何人细致描写了淮军的枪炮训练，“长炮自前排左右发放，发放终，既自内面退于
后列，装火药⋯⋯小铳发放既终，枪手进，有单一人人枪者，亦有横排入枪者，”对此冯天瑜老师分
析：“铳”和“枪”无疑是不同的东西——铳当然就是洋枪而“枪”是长矛[16]，这是一个冷兵器和
热兵器并用的战阵。当时淮军虽然已经购置了洋枪洋炮，但是阵法未变，冷兵器为主的格局也没有打
破。日比野辉宽曾询问中国士人，“方今所专用之兵法，何人法？”答道：“《武备志》。”对此高
杉晋作也评论道：“铳炮尽中国制，而甚不精巧，兵法与器械皆无西洋。”[17]这是一个更为令人失
望的描述。事实上高杉晋作这一描述还是夸张了些。淮军当时已经购入西洋枪炮，但是主要火器还是
如藩士们所记“如我邦之火绳枪”，尚属于前膛装枪炮，整整落后欧洲一个时代。而淮军的训练也基
本上是中国阵法，没有西方近代军队的痕迹，正如名仓予何人所记：“李扶军之阵法、兵制都以戚继
光为法。”[18]名仓予何人是个军事爱好者，所以对于军事颇为关心。我们从他的记录中可以看到他
对淮军军力的评判，名仓予对这只刚刚打了胜仗的淮军基本上还是给出了个“弱兵”的评价。而藩士
峰洁甚至认为淮勇这样的兵，“我一人可敌五人”，这些当然也是在藩士们将淮军和驻沪的英法联军
做了对比之后得出的。当然，这些有着较高西方军事素养的藩士还是主要从军械上作出了一些分析。
名仓予何人更是说：“夫今以清国之弱兵，且以旧来之拙劣火器，与西虏战而亦有取胜之时，何况以
本朝武勇之兵，采用西虏之猖獗并军舰之制，此所谓如虎添翼，则西虏之猖獗不足深忧也。”[19]其
中的史实描述颇为珍贵，而攘夷志士们能够从淮军身上长了自己的自信，这倒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晚清淮军处在新旧军队的过度，对西方军制的学习还在起步的阶段，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从藩士们
的言语中我们应该可以想象当时日本对西方的军事的学习应该走在了中国的前面。1871年，淮军编制
了《枪炮操练图说》，是一个革新意义的创举。根据《枪炮操练图说》，淮军“每营有10个哨，以3哨
为前敌，组成散兵线、以3哨为接应，成紧密横队、另以4哨位‘把尾’兼供设伏等用[20]，”这就已
经有近代军队的雏形了。此时已是70年代，曾国藩请淮军名将吴长庆赴江南教练洋操，这说明淮军使
用西方操练的时间早于1871年。可以说来华藩士们所看到的，正是处于过渡阶段的淮军。“大多数部
队相当落后，有的刀矛等冷兵器竟占五成以上[21]”也是不容置疑的。日本向来重视军事，可以说日
本当时军事的西化程度要高于中国。高杉晋作回国后组织的“奇兵队”就是按西方组织的。而戊辰战
争的鸟羽伏见之战基本是在西方训练下的两只军队的作战（其中萨长是英国式的，幕府是法国式的）
。幕府和西南雄藩的军事改革更是早于1862年。就在1862年，日本年号是文久二年，日本幕府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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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改革的内容涵盖军事、财政等等。幕府按照西洋规则建立步、骑、炮三军，设置陆军奉行，同
时向荷兰订购军舰（而在此前各藩已有了不少舰船）。是年，海外留学生的派遣也开始了，“内田恒
次郎、夏本釜次郎、泽太郎左卫门[22]”等成为了日本海军先驱。与之伴随的还有教育改革和服饰改
革。可以说日本在进行军事改革之初就已经决定抛弃旧军制，而高杉晋作“奇兵队”摒弃武士垄断军
事的做法更是一大创举。真正西方意义上的近代军队，在日本的建立早于中国，这一点应该得到肯定
。中国真正出现近代军队，应该是清末新政以前的事情。事实上早在安政年间日本的西化军队建设就
已经开始了。江户讲武所负责陆军、长崎海军讲习所负责海军，截止1857年，幕府更是有了五艘军舰
。而近代军队中也涌现出了像胜海舟、夏本武扬、坂本龙马这样的卓越人物。因为日本的独特体制，
各藩也没有在军事改革中落在后面。萨摩藩“建反射炉、炼铁炮⋯⋯同时积极地进行照相技术和电信
机的实验，以及对化学进行分析、应用等，所建的这些工厂总称为集成馆，[23]”长州藩也进行“洋
式训练”，可以说各大强藩的军事改革是成功的，至少当藩士们来到上海，亲眼见到中国精锐的淮军
的改革状况的时候，表示出了对淮军的失望。而有参观过造船厂的藩士甚至认为洋务派打造的造船厂
远不如长崎。在1862年过后的十年时间里，日本已经完成了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而中国的军事变
革尚未完成，被日本甩在了后面。随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废除武士制度，实行征兵制，彻底进入近
代军事阶段。武士与儒生对西学的不同态度来沪藩士们的西学功底不错。在名仓予何人、日比野辉宽
与高杉晋作的日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航海日志大量记录了经纬度和天气、航海术语等等。其
中还有一位藩士随咸临丸去过美国。但是有趣的是藩士们在中国儒生的面前还是体现出了他们与“书
生”相同的诸多特征，可以说来沪藩士们大多有较好的汉学功底，每每与中国儒生诗文唱和，丝毫感
觉不出任何文化的差异。尤其高杉晋作，其老师吉田松阴，曾有《讲孟余话》传世，堪称儒学大师，
吉田松阴更是师从阳明学家、洋学家佐久间象山，高杉晋作更是对王阳明崇拜之至，数次在与中国儒
生的谈话中表达出对王阳明的崇敬之情，因此算起来高杉晋作还算个年轻的阳明学者。故而西学对于
藩士们来说，也是一门冲突的学问，所以此刻把中国之儒与“日本之儒”放在一起，将他们对西学的
态度做一番比较，就显得十分有意思了。冯天瑜老师在书中引幕末洋学家中村敬宇《洋学论》说：“
洋夷所长者六，曰天文，曰地理，曰算术，曰器械，曰航海，曰医术。是六者，精致工妙，出天出地
，汉土之不及也[24]。”如中村这样的人，通过与汉学的比较，得出的是“洋学”和“汉学”互有短
长的一个意见。佐久间象山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可以说在来沪的藩士大多
是带着这样是思想看到西学和汉学的。在与中国儒生的交往中，他们可以互论朱学、王学，与西洋人
的交往中，有互论炮术、航海术，并没有哪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的意思。我们可以认为日本人在
西方文化面前保持着十分开放的心态，而不像中国人那样易于产生民族文化优越的观点——这与日本
文化的特征分不开。日本自古以来没有形成强势的本族文化。日本文化的成熟阶段是室町幕府时代，
而定型是在江户时代。但是直到明治维新开始，神道才从其他文化中独立出来，引领了日本自己的文
化。直到江户时代，日本才有了要以“大和心”替代“儒心”和“佛心”的思想。而且，尽管很多日
本民粹者把儒家看做异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德川幕府是尊儒的，因此他们才是真正的异端。所以日
本并不存在优越的“本族文化”，因此“汉学”和“洋学”与“佛学”一样，都是外来文化，从一种
外来文化从取来道德，再从另一种外来文化中取来技术，这并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地方。来到上海后
，高杉晋作、中牟田仓之助等人遍访各国商馆，对其兵法、装备、舰只做了一一的笔记。高杉晋作等
人同时也对国际形势十分关心，可以说学习西学的热情十分高涨。高杉晋作进一步说，“所谓勤国，
实在富国强兵[25]。”这就已经是非常有时代感的思想了。而高杉晋作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大部分攘
夷志士的思想。冯天瑜老师在书中记述，高杉晋作和中牟田（中牟田甚至会说英语）等藩士特别喜欢
到上海各书摊寻书。尤其是高杉晋作，在日记中显示是几乎天天逛书店，所买的书籍包括兵学、儒学
、地理、方志、小学无所不包，实在是个爱书之人。而高杉更是特别通过英国人的关系弄到了《数学
启蒙》《代数学》几本西学书，这一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后来，高杉晋作又几次拜会英国传教士，
求得《联邦志略》一书，这位以“儒生”自命的长州藩士对西学的热衷可见一斑。在书末的附录中还
记载了高杉晋作与中国儒生的一次对话。话题的内容是关于西洋之技术是否属于“格物致知”的范畴
。当时中国儒生说道：“朱文公之格物穷理，即圣人之齐家修身，推进一层，不外乎诚之一字，贵乎
实践，不取钩深。至西人所讲，虽本乎理茅，近于术数，未免尚隔一层尘障。”高杉晋作则辩道：“
为义为利天地隔绝，不待言论而明，然治天下齐一家，内自诚心诚意工夫，外以航海炮术器械等，尽
不研穷其理，则不能治天下也，不能齐一家也。不能穷航海炮术之等之理，则所以诚心诚意工夫之不
至也[26]。”最后高杉晋作精辟地指出：“不然则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之所奴仆矣。”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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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足见高杉晋作之才识！这一次对话其实也可以看做日本武士与中国儒生对话的代表。高杉晋作
可以代表大多数武士们的思想，即“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而儒生们的保守的儒学至上论也很有代
表性。仅以此就可以看见当时中日两国对待西学的巨大差异。幕末已经是“洋学”大为兴盛的时代。
其实比洋学更早的是“兰学”。在中国处于乾嘉年间的时候，日本已经涌现出了渡边华山、山片蟠桃
、杉田玄白、司马江汉等知名的兰学家。兰学的影响力早早走出幕府或是藩政府，在民间扩散。冯天
瑜老师因为内容的限制不能引入更多的兰学家的名篇，此刻我抄录一二，以此观兰学家的识，可叹可
敬也。“腐儒庸医从中国之书，以其国为中土。夫地者一大球也，万国配置焉，何国为中土？中国亦
东海一隅之小国也。”——杉田玄白《狂医之言》“即使今天，欧洲人坐大船环球航行，发现未知之
地，此皆万国所不及。故天地之事，只能听任西洋而舍其糟粕，不必怀疑西洋之术，应坚决信奉者也
。——山片蟠桃《梦之代》”“奇哉，西洋之说（这里指日心说），天地之大尽论于此，非梵、汉、
和之管见所能及，应拳拳服膺而善思之。——山片蟠桃《梦之代》”“今日外国之形势情况，尤有不
可不熟知者焉。若欲熟知之，则不可不考远西书志，何也？皇国（日本）人所游不过诺尊所生，中国
人所记不过禹迹所及。唯西洋人于地球面上，无所不到，无所不记，精博确实，不杂以虚妄之说。故
讲地学者，不得不取于此焉。——斋藤拙堂。”“（论及英国）其国是海岛，土人自通水理，熟水战
，战舰数亦多，此为英国跋扈海洋，称雄西域，威震万国所以。——高野长英《知彼一助》[27]”早
期日本的攘夷论者其实对西学也持此大致的态度。丸山真男将攘夷论者称为早期的民族主义者。但是
这些攘夷论者，其富国强兵的思想与驱逐列强的思想并不矛盾，也与学习西学并不矛盾。相反，幕末
的武士阶级对于西学的追求，正是在其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产生的——这也与中国很是不同。丸山真男
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分析道，日本在于外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要攘夷就非师夷不可。所
以诸如高杉晋作等人，对于西方其实抱有十分复杂纠结的态度：一方面以西方为老师，一方面以西方
为敌人。日本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冯天瑜老师认为，“千岁丸”的上海之行称为了近代日本中国观的转
折点。对中国的崇拜，经历了一个由顶礼膜拜、到唇亡齿寒、到痛心疾首，再到鄙夷的态度转变过程
。在开国之前，日本人对中国还抱着十分仰慕的心情，视为“圣贤之邦”，但是来到上海之后，藩士
们大失所望。峰洁记录道：“当今上海形势，内有长贼威迫，外受制于洋人。其情形可哀，可大为叹
息。[28]”藩士们亲眼见到上海一片社会混乱、民众被列强凌辱、军队战力低下的衰败景象，一个个
叹息不已。峰洁更是说，“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29]。”有的藩士则作出评析：“唐
土⋯⋯只注意空文而实用知识很少研习[30]。”在反复询问中国儒生中国的教育、政治各项制度之后
，藩士们已经对中国的状况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可以说日本对中国态度的转变是从江户时代开始的
。自江户时代开始，日本开始不再称呼中国为“中国”“中华”，相反，日本则自称“中华”“神国
”，尤其在满清取代明朝之后，日本则认为自己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正统。在藩士留沪期间，发生了一
间极为有趣的事件。一次藩士们走进孔庙，发现庙已损毁，感到十分痛心。后来看到此庙竟然已被改
成英军兵营，孔子圣像被移走。藩士们对中国士人的忍气吞声感到十分愤怒，相反的是，日本武士则
走到英军士兵中间，坐立饮酒，令英人大为惊诧，此举也让藩士们很是振奋。后来藩士们就孔庙驻有
英军一事询问了中国儒生，儒生们矢口否认，遭到藩士的厉声驳斥。后来有的儒生问日比野辉宽“贵
国是否尊孔”时，日比野直接说，“我国尊孔胜于贵邦，”因为前日路过孔庙，发现庙中“无圣像而
有英人，”令儒生哑口无言。一次日比野辉宽还和中国儒生汪士伟谈起了三国，汪士伟从中国人敬关
羽而日本人不敬关羽这个论题出发，说“义”是中国人独有的，日比野反驳道：“不然，我国贵义，
秀于万国，故论义不敢苟。兄未知日本胆者，岂有受人鞭挞而不耻者！[31]”这话说到了中国儒生心
头的痛处。日本武士们对中国人在列强面前忍气吞声很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味。高杉晋
作也曾数次说道中国当局腐败无能，令儒生们都是大为感慨。高杉更是说：“近世之衰微，自为灾而
已，岂谓之天命乎？”令儒生只能“甚是甚是”。纳富介次郎则记载了法国人歧视中国人的情况，而
日本人则未收到歧视。这些情况也令藩士们大为感慨，说“清国已衰弱到如此地步，令人哀叹。”“
令人哀叹”也成为藩士们的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千岁丸”的上海之行极大地改变了日本人
的中国观。日本人对中国的文化也不是一味崇拜了。此行的儒生们开始反思中国文化的“文弱”一面
，与本国做了很多比较。当然此时的日本藩士没有进入对中国文化鄙夷的一个地步。毕竟日本此刻还
是固守着东洋文化，认为中国是“唇亡齿寒”的“海外同志”，连清攘夷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但
是不可否认的是，延续了千年的日本人的中国梦已经破碎了。近代的上海呈现给日本藩士们的，是一
个惨痛的教训。在之前很多来华的外国人都写过大量的日记等文字材料，其中对于中国的态度也经历
了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从利玛窦对中国的推崇，到曾德昭认为中国是一个道德无比优越的国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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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黄嘉略来到法国，与孟德斯鸠的交流使得孟德斯鸠写作了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批判，中国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都是西方的推崇对象。“中国工业虽有数种，远出吾欧人之上，然以全体而论，化学上及医
学上之知识，实处于极幼稚之地位⋯⋯长大人曰：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这是马嘎尔尼在《乾隆英史
觐见记》中所写。马嘎尔尼的来华可以说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开始从一个庞大的帝国转
变成为一个不堪一击的破船的形象。但是当时的乾隆帝却丝毫不把英人放在眼里。马嘎尔尼回国之时
，乾隆为了“一展军威”，下令马嘎尔尼去广州的沿途各营“整饬军队，显示军威”，可是马嘎尔尼
却看到了什么呢：“此种宽大衣袖之兵，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失之属
，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32]”如果说马嘎尔尼之行改变了西洋人的中国观
，那么“千岁丸”则改变了东洋人的中国观。不同的是历史已经过去七十年了
。--------------------------------------------------------------------------------[1] 《“千岁丸”上海行——
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以下简称《中国观察》）第233页，引自本多利明（1744-1821）《西域物
语》。 [2] 《中国观察》，第94页。 [3] 同上，第95页。 [4] 同上，第101页。 [5] 中牟田之助《上海行
日记》，引自《中国观察》，第115页。 [6] 吉田松阴《己未文稿》，引自张崑将著，《德川日本“忠
”“孝”观念的发展——以兵学和阳明学为中心》，华东师大出版社。 [7]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
，第244页。 [8] 冯天瑜《中国观察》，第205页。 [9] 高杉晋作《游清五录·上海淹留日录》，摘自《
中国观察》，第445页。 [10] 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摘自《中国观察》，第207页。 [11] 同上。
[12] 日比野辉宽《赘肬录》，摘自《中国观察》，346页。 [13]日比野辉宽《赘肬录》，摘自《中国观
察》，346页。 [14] 中牟田仓之助《上海滞中杂录》，摘自《中国观察》，208页。 [15] 高杉晋作《东
行先生遗文》，第20页。 [16] 《中国观察》，第148页。 [17] 同上。 [18] 同上，第152页。 [19] 名仓予
何人《海外日录》，摘自《中国观察》，第153页。 [20] 皮明勇《中国近代军事改革》，解放军出版
社，第281页。 [21] 同上，第283页。 [22] 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3页。
[23] 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2页。 [24] 《敬宇文稿》，引自《中国观察
》，211页。 [25] 高杉晋作《游清五录》，摘自《中国观察》，第215页。 [26] 同上，第457页。 [27] 
以上摘自《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郑彭年著，南开大学出版社。 [28] 《中国观察》，第298页。 [29]
《清国上海见闻录》，摘自《中国观察》，283页。 [30] 《中国观察》，第271页。 [31] 《中国观察》
，第273页。 [32] 《1793年乾隆英使觐见记》，天津人民出版社。 
2、偶得一书名曰《千岁丸上海行》，讲的是自明朝宁波争贡之后，日本首次派出的官方使团中，年
轻藩士们所写下的见闻。正文索然无味，不过是日记摘录和一些作者的小评而已，倒是占了全书半本
之重的“附录”更让人觉得有趣，与附录中那些日本幕末的藩士日记相比，正文倒更像是个附属的读
后感罢了。附录所载四篇或杂记或日记或与清人笔谈记录，读来甚为生动，仿佛身处其境。如果说起
这趟行程本身，略显平淡，自长崎而至上海，拜会了一些地方官员，参观了一下清军和太平军的战斗
，闲的时候打打扑克，和上海慕名而来的清国文人聊聊天，买买书画，吃了许多鳗鱼而已。有趣的是
这些年轻的日本藩士看到清国破败时的感慨，以及与清人笔谈中的一些思辨话语。更有趣的是对这次
行程，幕府官方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而存世的记录皆出自志愿参加的藩士们之手。这其中最有名
的莫过于高杉晋作了。弟姓源，名春风，俗称高衫晋作，日本一狂生也。每次自我介绍，他都如此开
场，和清人的交谈中，针砭时政，为清国之衰败而扼腕，怒叱西洋人的邪教坏了礼乐教化，连孔庙都
成了英夷肆虐的荤腥之所，面对质问，清人或顾左右而言他，又或佯装不知。维护这礼乐教化，他似
乎比清国任何一个儒生又都坚定不移，但又不似清儒般迂腐，他笃信阳明学，大谈格物致知之道要研
究炮术航海等夷技，又抒发了对齐修治平的不同见解。他蔑视那些狂热拜金的上海官员，鄙视那些卑
微下贱的贫佣奸商，却又珍视那些文脉想通的江南文人，甚至那些读着四书五经的乡野小童，也让他
充满了亲切感，而无论面对什么人，他又都能坚定捍卫作为一个日本人的尊严，不许丝毫地轻贱。说
实话他虽然有点愤青的感觉，但有时候世界最怕的就是坚定到偏执的人。也正是他这种激烈的性格，
驱使他在短暂地一生中干出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从上海回国后不久，他便投入到了轰轰烈烈地尊皇攘
夷运动中去了，烧毁英国使馆，在下关与英军激战。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拒绝了英国的
土地租借租借条约，那一年，他年仅二十四岁。据伊藤博文回忆，正是由于在高杉清国的见闻，深刻
地影响了高衫的决定，他深知所谓半殖民地的世态炎凉，而他的性格不允许日本重蹈清国的覆辙。我
们总在批判一切旧事物，而又排挤着一切新的，而当年的日本人似乎在固守传统的同时，又开辟了新
的道路，一个民族前进的原动力到底是根植于传统，还是来自于新的气象，变革本身又是否一定意味
着割裂？可能一切都没有确切的答案，可我们至少从这些人身上明白了，真正坚定的信念有时足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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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一个时代。（或终结一个时代。）观文如见其人。高杉的文字间透出的一股英豪狂气，同另三篇文
章的作者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传言高杉当年与同船的人处的并不好，鄙视他们是一群没有大志的庸人
。百年过后，重新审视一番他们的笔记，似乎也足见一斑。使团中的一名藩士，名叫纳富介次郎，喜
好书画，日志中画了许多人物图，文字中又写了许多在上海淘宝的事儿，和卖文房具的讨价还价等等
，笔谈里也有很多关于书画的内容，比如甄别清国商人带来的美术品真伪之类的，似乎是听说日本人
一来，全上海的文物贩子们都聚集到他们下榻的商馆去推销文物，他当年只有十八岁，但可谓是眼光
敏锐，清国奸猾的商人也蒙不住他，只好坦言是假货，要不怎能卖这便宜呢？可有时候清国人也把真
货当便宜货给卖了，他就淘到一些名画，回到长崎后为人所赏识。后来他回国投身艺术，又参加万国
博览会，然后跑去欧洲无学习油画和陶瓷，引入西方设计，据说他最早把DESIGN翻译成图案一词，
可似乎后世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没有沿用。接着他又去搞工厂，制作工艺品销往清国。干了几年就辞
官不干，去兴办教育，建立了四所艺术高校，一直画画雕刻到大正年间去世，一辈子没闲着。另一名
藩士名叫名仓予何人，其名敦信，予何人只是他的号罢了。他在上海的活动似乎比其他三个人都要积
极，总在上海内外四处探访，记录也更为干练，没有那么多聊天打牌的枝节，他所关心的东西几乎都
是军事方面的事物，从初入长江时，虽然四篇行记都感叹长江宽阔，而只有他记录了军船行驶的水道
宽度，并对河道距离做了大概记录。在上海的时候，他更喜欢和清国文人探讨军事话题，从眼前的太
平军战事，到《武备志》中的各种记录，为了求证，他甚至到访一位朋友家中，亲自探访各种兵器。
而与其他三人经历最大不同的一点是，他亲自探访了李鸿章的大营，详细记录了清军的武器装备，训
练情况，以及编制人数等等信息，还与清军下级将领亲切交谈，搜集了一些中国兵书回去，他的日记
后半部分基本上都是围绕李鸿章的军营而展开的，没事儿就去溜一圈儿，没事儿就去看一遍，他自己
最后也说，此行最大的收获便是能在前线见到清军的操练。其实从他的活动不难看出，这人很有当间
谍的资质，同时又是一名军事家。回国之后的他又跑到了法国学习洋务，回来后参与了戊辰战争，之
后作为外交官多次来到清国，清法战争之后他曾经在刘铭传手下打工，专门在台湾挖水井。总之这次
行程并非他中国旅行的终点，而是他漫游中国的起点，之后他又写了许多游记。虽然名气并不大，但
在明治早期，也是举足轻重的实干外交家，有点技术官僚的感觉，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可以说是《日清
修好条规》，开启了中日外交的起点，而且是平等外交的起点，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似乎也是最早萌
生中日联合对抗西洋思想的人。最后一名藩士叫日比野辉宽，他本是一名儒生，但他的日记通篇看下
来，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共就两件事，拉肚子，吃鳗鱼。他乘船从日本来清国的时候便身体不适，在清
国有好几次得痢疾，卧床期间有不少中国友人帮他看病问药才让他痊愈（使团一行中有多人因痢疾病
死。）病好了他就走街串巷，他似乎对吃食格外地关注，看到行人手上都拿个柑橘却不吃，便好奇询
问缘由（还以为你要饭的呢...），结果是因为辟邪。他吃了一串荔枝，于是写了一首长诗，他仔细记
录了上海市面上卖的蔬菜的种类，拜访地方官时，对吃食都略有着墨，尤其提到一种白色的点心。他
还记录下了清国人向他求购日本寒天（凉粉？）的情节。最重要的是他似乎特喜欢吃鳗鱼，好像一共
三次提到买鳗鱼吃，临行时还买了一些，并感慨再也吃不到了！回到长崎以后第一件事也是找个地方
吃！然后一醉方休。我想一个醉心于吃喝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这样的人一定是不会抛头颅洒
热血地去搞革命的。结果也大抵如此，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难寻他的姓名，尽管当年同行的人明
治以后都大有作为，而他却淹没于史海之中。经过一番努力，最终找到了一点有关他的信息。他回国
之后在名古屋的名伦堂当教授，明治维新后在大藏省当官吏，估计一直就那么当混到了去世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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